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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想(Conceptual Framework)· 

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机制及神经基础* 

冯廷勇  王雪珂  苏  缇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  要  拖延是指尽管预见到拖延会带来不利后果, 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计划好的任务。研究表

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有 15%~20%的成年人存在慢性拖延, 超过 7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 部分学生

还会形成特质性拖延。严重的拖延不仅影响人们的学业、工作和生活, 甚至还会危害到人们的身心健康。鉴

于目前对于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形成的关键期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还不是很清楚, 本项目拟从拖延的时

间决策理论出发, 首先系统探明拖延决策的核心机制, 尤其是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控制能力等在拖

延决策过程中的认知加工机制和神经基础; 其次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模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探究拖延

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以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从行为干预和脑的可塑性角度出发, 试图制定

各关键年龄阶段拖延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本研究的开展对于把握拖延形成的认知机制、神经基础及其发

展规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于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也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拖延行为, 决策, 时间折扣, 神经基础, 干预 

分类号  B848 

1  提出问题 

拖延(Procrastination)是指尽管预见到拖延会

带来不利后果, 人们仍自愿推迟开始或完成某一

计划好的任务(Steel, 2007)。大量研究表明, 拖延

不仅普遍存在而且还具有跨时间和跨情景的稳定

性(Elliot, 2002; Steel, 2010; Steel & Ferrari, 2013)。

研究表明, 不同文化背景下有 15%~20%的成年人

存在慢性拖延(Ferrari et al., 2005; Harriott & Ferrari, 

1996), 超过 70%的学生承认自己存在学业拖延行

为(Esteban & Ramírez, 2014; 楚翘 等, 2010), 甚至

部分个体会形成特质性拖延(Solomon & Rothblum, 

1984)。随着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 拖延问题更加

严重和突显。拖延不仅严重影响人们学习、工作

的效率, 让人陷入不断的心理冲突、自我否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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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自责等负性情绪泥潭, 甚至还会危害到人们

的身心健康(Chen, Zhang et al., 2020; Sirois, 2007; 

Stead et al., 2010), 因此拖延行为受到了国内外研

究者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虽然, 先前研究者从拖延的界定及类型、影

响因素、成因以及干预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探讨。

然而, 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早期

心理动力学、认知心理学及行为主义的解释都未能

深入探讨拖延行为产生的过程(蒙茜, 郑涌, 2006)。

近年提出的时间取向的双维度模型(2×2 model of 

time-related academic behavior) (Strunk et al., 2013)

和情绪调节理论(STMR, short-term mood regulation 

theory) (Sirois, 2014; Sirois & Pychyl, 2013)考虑了

任务执行的动机与任务拖延的动机, 但并没有探究

时间因素(尤其是延迟折扣现象)如何在这其中发

挥作用。时间动机模型(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 

(Steel & König, 2006)细化了执行任务的动机如何

随着任务结果的临近而上升, 但却并没有在模型

中反映出拖延动机的作用。在先前的理论基础上, 

拖延的时间决策理论将动机维度和延迟折扣整合

起来, 系统阐明了拖延中“现在做还是以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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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策机制(Zhang et al., 2019; 张顺民, 冯廷勇, 

2017)。只有准确把握了拖延产生的核心机制(包括

认知机制、神经基础和形成机制), 才能有效地对

其进行预防和干预。同时, 从发展角度考察拖延

是如何形成的、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及发展

认知神经机制几乎是一片空白。要真正探明任何

一种认知能力和人格特质的形成及机制, 都离不

开从儿童发展及脑可塑性角度去探究, 这也是中

国“脑计划”之“儿童青少年脑智开发”部分的重要

出发点。因此, 本项目试图从拖延的时间决策理

论出发, 首先系统探明拖延决策的核心机制, 尤

其是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控制能力等

对拖延形成的作用机制和神经基础; 其次从发展

角度探究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和

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并试图制定各关键年龄阶段

的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 

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2.1  拖延产生的成因与机制 

先前研究者试图从不同的研究取向来解释拖

延产生的成因 , 例如健康心理学取向(逃避焦虑 , 

维护自尊)、心理动力学取向(对死亡本能的抗争和

回避)、行为主义取向(追逐及时奖赏, 习得拖延习

惯) (宋梅歌 等, 2015)。2000 年以后, 从认知心理

角度(尤其是时间取向)来探究拖延的成因和机制

逐渐成为了研究主流：(1)时间动机理论(Temporal 

Motivation Theory, TMT)模型从时间折扣和价值

表征角度对拖延行为的产生进行了解释(Steel & 

König, 2006)。在时间动机理论模型中, Delay (D)

指从任务开始到完成的时间距离, 当个体感觉到

目标还很远, 离可能获得的奖赏或惩罚时间还有

很久时, 更容易推迟任务。期望(E)和价值(V)都比

较高的任务更有吸引力, 更能引发个体行动的动机, 

也更少有拖延行为的产生(Steel & König, 2006)。

然而, 该理论用延迟折扣解释了个体为什么在未

来会有更强的行动动机, 但却未能直接解释拖延

的动机, 尤其是任务负性过程的作用。(2)时间−

动机的双维模型(Strunk et al., 2013)将拖延动机划

分为“时间”维度和“动机”维度。其中, “时间”维度

表示从及时行动到严重拖延, “动机”维度表示从

趋近动机到回避动机。这两个维度的结合形成了

四种不同的心理和行为特征, 即拖延−趋近、拖延

−回避、及时行动−趋近、及时行动−回避。具体而

言 , 拖延−趋近是指延迟任务是为了达到更好的

期望结果, 它就相当于积极拖延, 延迟任务是为了

获得更加有效的策略或方案(Choi & Moran, 2009); 

拖延−回避是指拖延是为了避免不想要的结果 , 

而不是争取期望的结果, 它就相当于传统意义上

的拖延 , 一般是由自我调控失败 (Klassen et al., 

2010)或逃避型的应对方式(Deniz et al., 2009)造成

的 ; 及时行动−趋近是指运用趋近的动机及时开

始行动的行为, 如在任务上获得优势; 及时行动−

回避是指运用回避的动机及时开始行动的行为, 

如回避潜在的不良后果或惩罚(Strunk et al., 2013)。

该理论从“时间”和“动机”两个维度全面刻画了个

体四种心理与行为特征, 但它没有解释个体是如

何做出“行动”或“拖延”的决策。(3)新近有研究者

提出拖延的短期修复理论(STMR) (Sirois, 2014; 

Sirois & Pychyl, 2013), 从情绪调控的角度来解释

拖延行为的形成原因。该理论将拖延视为一种自

我调控的失败, 认为拖延是由于个体屈服于修复

负 性 情 绪 从 而 放 弃 远 期 的 正 性 结 果 的 行 为

(Ackerman & Gross, 2005)。但该理论只能解释为

什么人们不愿意在当前执行任务的现象, 并没有

说明延迟时间在拖延行为中的作用和机制, 而时

间维度是拖延行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拖延行为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心理机制, Procee

等(2013)提出的拖延行为的概念模型(Conceptual 

Model), 系统地将影响拖延的主要因素分为三个

维度：任务相关因素、个性相关因素以及状态性

因素(Procee et al., 2013)。其中, 任务相关的因素

包含任务的价值、任务结构、延迟时间、厌恶程

度、环境诱惑等; 个人特质相关的因素包含尽责

性、神经质、冲动性、寻求刺激、自尊、自我控

制、害怕失败等; 个人状态性的因素包含情绪、

奖赏寻求、自我损耗、应对策略等。虽然该模型

详细介绍了各个维度的因素对拖延行为的影响 , 

但是各个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并没有做详

细的解释。由此可见, 片面地关注某一特定的影

响因素都无法准确地理解拖延。例如回避焦虑、

害怕失败以及低自尊等都被认为是拖延的原因 , 

但却又都无法完整地解释拖延 (Thakkar, 2009), 

因此要想全面地理解拖延就必须把握其核心的心

理机制。任何拖延行为在产生之前都需要回答一

个问题：“现在做还是以后做?”, 这实质上是一个

决策问题 (Zhang et al., 2019; 张顺民 , 冯廷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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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无论拖延的个体具有何种特质, 拖延前都

需要权衡这个问题, 而决定个体是否拖延最重要

的因素就是个体对这个决策过程的认知机制。为

此, 冯廷勇团队在前期系列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

了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Time decision model of 

procrastination, TDM) (S. Zhang et al., 2018; Zhang 

& Feng, 2019), 该模型试图从四个层次阐明拖延

中“现在做还是以后做？”的决策机制：首先, 拖延

动机和行动动机的竞争是决定是否拖延的根本 ; 

其次, 拖延动机的竞争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任务负

性过程和任务正性结果的权衡; 再次, 主动推迟

任务使负性过程发生延迟折扣是拖延的核心目的; 

最后, 自我控制能力在任务负性过程和任务正性

结果的权衡中起调控作用。认知过程理论和认知

计算模型如图 1 和模型 1 所示。在拖延的时间决

策过程中, 除了任务本身的效用, 个体的认知能

力也与拖延的形成密切相关。其中所涉及的核心

能力包括远期价值表征、延迟折扣、自我控制、

情绪调节、预期想象等(Chen, Zhang et al., 2020; 

Rebetez et al., 2016; Tice et al., 2001)。TDM 模型

表明, 在某个时间点 t 处, 个体首先会经历拖延或

者不拖延动机的斗争, 实际上是任务过程效用和

结果效用之间的斗争, 两者的斗争会导致拖延或

者不拖延的决定。其中, 个体回避任务的动机则

源于在当前时间点 t 上所感知任务的负性过程效

用, 也就是个体感知的不愉快程度(如厌恶、焦虑

等负性情绪); 而个体行动动机源于个体感知到的

任务在未来可以产生的结果价值大小, 即任务的

正性结果效用。此外, TDM 模型还指出, 任务负

性过程效用和结果效用的斗争可以被某些核心能

力所影响。例如, 低自我控制、负性情绪调控都

意味着对负性过程的非适应性调节, 即个体会以

拖延行为来回避任务执行过程中的不愉快体验

(Digdon & Howell, 2008)。由此, 基于 TDM 模型

我们可以得知执行任务的动机更多地来自于任务

的正性结果, 拖延的动机更多地来自于对任务过

程的负性认识。不过, 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还需

要大量研究进行检验和完善, 尤其是从发展认知

神经机制角度考察任务未来结果效用评估、未来

负性过程评估、延迟折扣(包括不同年龄阶段儿童

对于奖赏和惩罚的敏感性, 以及时间认知、时间

洞察力与预期想象等)以及自我调节能力在拖延

决策模型中的作用及机制。 

 
 

图 1  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资料来源：Zhang & Feng, 
2019; S. Zhang et al., 2019) 

注：被试在接收任务的同时会产生实时任务厌恶(real-time 

task aversivness), 和实时任务结果效用(real-time outcome 

utility)。通常, 被试不会立即执行任务, 而是会预期任务厌

恶(Task-delay aversiveness)会在随着时间流逝在未来某段时

间内有所下降, 但预期的任务过程效用(Task-delay outcome 

utility)的评估权重由于离任务截止日期较远会被逐渐折

扣。此时 , 被试会有一个预期的 , 较短的拖延时间 (the 

expected delay)。然而, 事实上, 实时的任务厌恶(real-time 

task aversivness)并不会呈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 就像今天

和一个星期后的考试, 个体所感知的实际痛苦或厌恶程度

可能相等 , 因此 , 实时的任务厌恶程度可能呈水平趋势变

化。而实时的任务结果效用(real-time outcome utility)则随

着任务截止日期的临近, 缓慢增长。当在某一时间点上, 实

时的任务结果效用接近任务厌恶的评估权重时, 由刚开始

接收任务到这个时间点的时间才是被试实际拖延的时间

(the actual delay)。 

 

Engagement utility outcome util ty

1 1

i

engagement engagement outcome outcome

engagement engagement outcome outcome

Decision

E V E V

D D


 


     

  
(模型 1) 

注：拖延决策的计算公式：E 代表期望, V 代表价值, Γ 代表

对延迟的敏感性 , D 代表延迟时间。值得注意的是 D 

engagement 代表对任务过程的延迟, 由个体对任务的主动

推迟产生, 而 D outcome 代表的是对任务结果的延迟, 表

示未来结果距离决策的时间(S. Zhang et al., 2019)。 

 

2.2  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 

对于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及机制, 目前研究

者主要从大脑结构态、静息态及脑电加工等角度

进行考察。Hu 等(2018)利用 VBM 技术分析拖延与

大脑灰质的关系, 结果发现：拖延与海马旁回(PHG)

和眶额叶的灰质体积呈正相关, 而与额中回(M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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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额下回(IGF)的灰质体积呈负相关, 这说明拖延

可能与自我控制、情绪调控和预期想象等有密切

关系(Hu et al., 2018)。采用静息态磁共振技术

(Rs-fMRI), 研究者发现：与自我控制相关的脑区

的功能连接(例如 vmPFC-DLPFC, vmPFC-dACC)

与拖延存在负相关(Y. Wu et al., 2016); 大尺度网络

分析表明, 正常组的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 

FPN)与扣带脑岛网络(cingulo-opercular network, 

CON)之间的连接显著强于拖延组(Zhang et al., 2016; 

苏缇 等, 2018), 这些研究从神经基础角度证实了

自我调控失败(self-regulatory failure)可能是拖延

的原因之一。先前大量行为研究表明, 冲动性和

拖延具有高相关性(元分析：r = 0.41) (Steel, 2007), 

甚至有行为遗传研究认为拖延是冲动性的副产物

(Gustavson et al., 2014)。Liu 和 Feng (2017)发现, 

拖延和冲动性具有共享的神经基础——背外侧前

额叶(DLPFC), 进一步中介分析表明, DLPFC 完

全中介了冲动性对拖延的影响, 这说明两者高相

关的原因是与自我调控失败密切相关(Liu & Feng, 

2017), 而非拖延是冲动性的副产物。Wu 等人利

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ERP)研究发现 , 高拖延者

在加工延迟时间及奖赏价值时表现出更强和潜伏

期更长的 P2 电波, 支持了拖延者对延迟折扣更加

敏感的假设(H. Wu et al., 2016)。已有研究还发现, 

调控方式(regulatory mode)影响拖延行为, 是通过

旁海马与前额叶 (PHG-aPFC)及旁海马与背侧扣

带前回(PHG-dACC)的双稳态功能连接来实现的

(Zhang et al., 2017)。另外, Zhang 和 Feng (2020)

从神经基础的角度发现, 拖延与特质性焦虑具有

共享的神经基础——右侧海马体 (hippocampus), 

进一步中介分析发现, 负责预期想象的右侧海马

体在特质性焦虑与拖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Zhang 

et al., 2020)。然而, 这些形态学(VBM)和静息态磁

共振 (Rs-fMRI)的研究只能静态考察拖延的神经

基础, 无法直接探明拖延决策的认知神经机制。

更重要的是, 无法揭示拖延特质形成的发展认知

神经机制(脑的可塑性), 以及远期价值评估、自我

控制、情绪调节、预期想象等能力在拖延决策中

如何作用的认知神经机制。 

2.3  拖延行为的干预 

目前对于拖延行为的干预, 主要方法有：(1)将

长期目标划分成短期子目标, 增加及时行动的动机

(陈婉东, 2015); (2)改变不合理的信念, 例如对失

败的恐惧、完美主义等(蒙茜, 郑涌, 2006); (3)提

升未来任务的价值认知, 并降低短期诱惑的价值

(李洋, 2010); (4)提高拖延者在任务执行过程中的

自我管理和监控(Wäschle et al., 2014; 王亚琳 , 

2014)。根据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TDM), 个体对

负性情绪的调节、对远期奖赏的预期能力以及对

时间的管理能力都可能起到减少拖延的作用。先

前的研究证实, 对未来的正性结果进行预期想象

能够促使个体做出更多有利未来的决策(Benoit et 

al., 2011; Peters & Büchel, 2010)。同时研究也进一

步证实, 这种预期想象的作用主要依赖于所预期

事件的效价：积极预期会降低未来目标价值的时

间折扣, 而消极预期则会增加未来目标价值的时

间折扣(Liu et al., 2013; 魏佳明, 冯廷勇, 2019)。

脑成像的研究也显示, 高拖延者确实在预期想象

相关的脑区(如海马、旁海马)与正常个体存在差异

(Hu et al., 2018; Liu & Feng, 2017)。这些结果说明, 

利用预期想象和情绪调节也能够有效减少拖延。

同时, 拖延决策需要人们权衡什么时候去做 , 需

要考虑“今天做还是明天做”、“明天截止还是下周

截止”等, 这就涉及时间的延迟折扣(Frederick et 

al., 2002; Steel & König, 2006)。目前研究者往往

从时间管理和自我管理两个角度采取干预措施减

少个体的拖延行为(Strunk et al., 2013; Wäschle et 

al., 2014; 侯智慧, 闻素霞, 2014; 王洁洁, 2016), 

因此时间管理能力也是干预拖延的有效措施。此外, 

采用神经干预方法, 尤其是直流电刺激(TDCS)、

经颅磁刺激(TMS)等无创技术刺激背外侧前额叶

(DLPFC), 能够提高被试自控能力 , 进而降低拖

延行为, 也是一条需要尝试和验证的思路。虽然

拖延的干预和预防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但是

基于拖延行为的核心认知能力以及其各个年龄阶

段儿童发展特点的干预或预防方案还很少, 同时

现有干预研究的有效性也值得进一步验证。 

3  研究构想 

基于上述内容, 本项目拟以拖延的时间决策

模型作为理论依据, 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

模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对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神

经机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研究的主要目标有 3

点：(1)检验和完善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 探明拖

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期)及心理发展机制; (2)采

用多模态 MRI (Task、Resting、VBM、DT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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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IRS 等技术探明拖延形成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尤其是预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和自我调控等能

力发展对拖延形成的作用及脑机制; (3)试图制定

儿童青少年各阶段拖延预防与干预的有效方案。

总体的研究框架及技术路线见图 2。 

3.1  行为发展与环境变量的测查——研究 1：儿

童拖延行为的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 

拖延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从拖延倾

向(儿童早期的行为表现)到拖延行为(儿童期的惯

用应对方式)再到拖延特质(青春期较稳定的人格

特质)。本项目的行为研究采用横断设计系统考察

6 岁~15 岁儿童拖延的发生与发展特点、形成的关

键期(敏感期)、影响因素(包括各种环境变量、教

育变量)以及各阶段自我控制、远期价值表征、时

间折扣、情绪调节等能力发展对拖延的影响或作

用机制; 同时, 从发展角度来检验和完善决策的

时间拖延模型。本项目根据儿童心理发展规律计

划将 6~15 岁划分为 3 个阶段(林崇德, 2009)：6~8

岁(儿童早期：小学低年级)、10~12 岁(儿童中后

期：小学中高年级)和 12~15 岁(青春期), 每个阶

段筛选拖延组(或拖延易感组)和正常组各 120 人。 

对于 6~8 岁儿童, 采用一对一任务测试和家

人、教师评价的方式收集幼儿拖延行为、拖延决

策以及自我控制、时间折扣、情绪调节等相关指

标数据; 对于 10~12 岁、12~15 岁两组儿童青少年, 

主要采用一对一任务测试和自陈量表的测试方式

收集拖延行为、拖延决策及自我控制、远期价值

表征、时间折扣、情绪调节、预期想象等能力的

数据。同时对家庭教养方式、人口学变量等环境

因素进行测量。根据儿童青少年各年龄段学业拖  

 

 
 

图 2  项目的研究框架与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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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人口比例(10%~20%) (Zhang et al., 2019; 左艳

梅, 2010), 预计 3 个年龄阶段初筛合计需要 2000~ 

3000 名被试。 

3.2  脑发育的测查——研究 2：拖延形成的发展

认知神经机制 

先前对于成人的研究表明, 个体的拖延特质

可能与额叶(背外侧前额叶 , dlPFC; 腹内侧前额

叶, vmPFC)、扣带前回(ACC)、脑岛(insula)、杏

仁核(amgydala)、海马(HIP)等脑区密切相关, 而这

些脑区负责的功能包括自我控制、自我监测、价

值评估、情绪调控、负性情绪和预期想象等, 而

这些能力的发展不足对拖延特质的形成有着关键

的作用。而 6~8 岁、10~12 岁和 12~15 岁是人脑

额顶系统、边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Giedd et al., 

1999; Lenroot et al., 2007; Zuo et al., 2017)。因此, 

本项目计划在研究 1 被试的基础上, 进行 MRI 多

模态或近红外脑成像 fNIRS (fNIRS 主要针对 6~8

岁低龄儿童)扫描(先接受行为测查, 然后再做脑

发育测查)。MRI的模态主要包括结构态(灰质(VBM)

和白质纤维(DTI))、静息态(RS-fMRI)和任务态。

(1)对于大脑灰质的分析, 包括灰质体积(Volume)、

灰质密度(Density)、皮质厚度(Thickness)等指标, 

主要考察拖延与各脑区发育的关系; (2)对于白质

神经纤维的分析, 包括各向异性指标(FA)和平均

弥散率(MD)等指标, 主要考察拖延与各脑区之间

的连接性(即脑区互动、信息传递)的关系; (3)对于

静息态的分析, 包括低频振幅(ALFF)、局部一致性

(Reho), 功能连接(FC)、大尺度脑网络及“小世界”

网络属性等指标, 考察拖延在静息状态下大脑活

动基本模式和特性; (4)将静息态、结构态、任务

态等多模态的分析结果进行联合分析(Conjunction 

analysis), 进一步确证拖延的神经基础及各模态

分析的可靠性。对于结构态和静息态分析的基本

逻辑是从行为到脑(从结构、静息不同模态系统考

察拖延的神经基础), 再从脑到行为(从脑数据来

预测拖延的行为, 进一步验证和确认拖延的神经

基础和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为了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

(拖延的核心过程：“现在做还是以后做”决策), 就

必须要进行实验室研究, 包括行为实验和任务态

的神经机制研究。本项目主要采用“拖延决策”任

务范式(魏佳明, 冯廷勇, 2019)和任务过程与任务

结果的“自由建构”范式(S. Zhang et al., 2018)。这

两个范式的实验效度和生态效度都较高, 又简单

易操作, 能够保证儿童青少年的拖延决策的实验

室研究的可行性。 

3.3  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关联分析——研究 3：

建构预测儿童拖延形成的行为−环境−脑多

层次模型 

在研究 2 与研究 3 的基础上, 收集完三个年

龄组(6~8 岁、10~12 岁、12~15 岁)的各项行为、

环境变量和脑的多模态数据以后, 然后整合行为

−环境变量−脑的数据, 系统分析：(1)拖延形成的

关键期(敏感期), 以及各阶段表现特点; (2)拖延形

成的影响因素, 包括个人能力或特质因素、家庭

教育因素、环境因素等; (3)进一步检验拖延的时

间决策模型在各阶段的适用性, 并进行修正和完

善; (4)采用中介分析或建模分析来考察环境因素

如何通过脑结构和脑功能来影响拖延的形成。 

3.4  干预评估与脑的可塑性——研究 4：各年龄

阶段的拖延行为的干预与预防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 本项目计划选择 40~60

名 10~12 岁具有严重拖延的儿童青少年, 分成实

验组和对照组, 实验组进行干预训练, 训练方式

预计包括预期想象训练(指向任务结果, 而非任务

过程)、时间管理训练、情绪调节训练、自我监控

训练等。首先, 在训练前系统收集被试的行为数

据和脑成像的多模态数据; 其次, 进行以团队训

练和个人训练相结合的为期 1~2 个月的训练, 训

练后再收集其关键的行为数据和脑成像数据, 进

行效果评估; 最后, 将训练前、后的行为数据与大

脑的可塑性进行关联分析, 进一步从操纵角度来

验证拖延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在此基础上, 力

图开发适合儿童青少年不同年龄阶段的拖延预防

与干预方案(分别对应儿童期、青少年期和青年期; 

兼顾家庭、学校、儿童青少年自身)。 

4  理论构建 

首先, 从认知机制层面来看, 拖延行为产生的

认知机制是拖延领域的核心科学问题, 本研究团

队经过 5 年的理论建构和系列实证研究, 原创性

地提出了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Temporal decisional 

model of procrastination), 论文发表于国际心理学

顶级期刊 ( 实验心理学旗舰杂志 )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Zhang & Feng, 

2019)。该理论从任务负性过程和任务正性结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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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衡及自我调控角度揭示了拖延产生的认知机

制。具体而言, 该模型指出拖延动机和不拖延动

机的斗争是决定是否拖延的根本; 其次, 拖延动

机的斗争可以进一步简化为任务负性过程和任务

正性结果的权衡; 再次, 主动推迟任务使负性过

程发生延迟折扣是拖延的核心目的; 最后, 自我

控制能力在任务负性过程和任务正性结果的权衡

中起调控作用。这是关于拖延的原创性理论及实

验研究, 也是纯本土的高水平研究, 它对于揭示

拖延的认知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对于拖延

行为的干预和预防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同时

还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Psychology 

Today 进行报道和高度评价), 这为本项目提供了

坚实和充分的理论基础。虽然已有研究证明在拖

延时间决策模型的指导下能够有效减少拖延行为

(S. Zhang et al., 2018), 但还需要进行系统性验证

和完善。根据先前研究和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

(TDM), 拖延的形成与自我控制、远期价值表征

(包括延迟折扣、预期想象等)、时间认知(包括时

间洞察力、时间折扣)、情绪调节乃至自我的发展

都密切相关(Chen, Liu et al., 2020 Tice et al., 2001; 

宋梅歌 等, 2015)。有研究表明, 高拖延与对未来

时间洞察力呈负相关, 而与高宿命现在呈正相关

(Jackson et al., 2003; 宋梅歌, 冯廷勇, 2017)。该

研究认为拖延是将现在自我的任务推迟给未来的

自我, 自我连续性会对拖延产生影响, 因此高自

我连续性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拖延行为(Blouin- 

Hudon & Pychyl, 2015)。先前大量研究表明, 自我

控制、时间认知、价值表征、情绪调节等在儿童

青少年时期的发展有两次高峰时期：(1)儿童早期, 

尤其是 6~8 岁; (2)青春期及前期(10~15 岁), 10 岁

开始是儿童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逻辑思维过渡的

关键转折年龄, 12~15岁更是个体身心发展第二次

高峰时期(林崇德, 2009)。就拖延而言, 从拖延倾

向(儿童早期的行为倾向)到拖延行为(儿童时期的

惯用应对方式), 再到特质性拖延(青春期较稳定

的人格特质 ), 应该也有其自身的发展和形成规

律。因此, 本项目以拖延的时间决策模型为理论

基础, 从儿童发展角度(主要是 6~15 岁)重点考察

拖延的发生与发展特点、拖延形成的关键期(敏感

期)以及自我控制、价值表征、时间折扣、情绪调

节、预期想象等认知能力发展对拖延的影响或作

用机制; 同时, 从发展角度来检验和完善拖延的

时间决策模型。 

其次, 从神经基础层面来看, 个体的拖延特

质与额叶、边缘系统(例如杏仁核、海马)等脑区的

功能缺陷有关(Liu & Feng, 2017; Y. Wu et al., 

2016; Zhang & Feng, 2019; Zhang et al., 2016)。而

4~6 岁、10~12 岁和 12~15 岁是人脑额顶系统、边

缘系统发育的关键时期(Giedd et al., 1999; Zuo et 

al., 2017)。因此拖延的形成可能与这些年龄段的

额顶系统、边缘系统发育有关。额顶系统负责复

杂的认知功能, 包括自我控制、价值评估、情绪

调控等, 边缘系统则负责情绪、记忆与预期想象

等能力, 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对拖延特质的形成有

着关键的作用。首先, 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背外

侧前额叶区域(DLPFC)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调控

来帮助个体做出具有长远利益的决策 (Figner et 

al., 2010; Hare et al., 2009)。而神经影像学的研究

也证实, 高拖延的个体在背外侧前额叶区域有着

更小的灰质体积和自发性神经活动(Liu & Feng, 

2017; Zhang et al., 2017)。这一结果表明, 拖延特

质的形成可能与脑发育关键期负责自我控制的背

外侧前额叶的发育不良有关。其次, 额叶还是价

值评估网络的核心部分(Peters & Büchel, 2011) 。

先前的研究表明 , 腹内侧前额叶(vmPFC)能够负

责编码远期的价值表征(McClure et al., 2004)。高

拖延的个体则更倾向于局限于当前的得失而忽视

远期的利益(H. Wu et al., 2016)。这一结果表明, 

拖延特质的形成可能与腹内侧前额叶的不良发育

有关。最后, 拖延的特质往往伴随着更差的情绪

调节能力(Sirois & Pychyl, 2013)。依据拖延决策模

型, 高拖延个体应该对负性刺激更为敏感(张顺民, 

冯廷勇, 2017)。与该假设相符, 先前的研究表明, 

高拖延的个体更多地体验到负性的情绪(Ackerman 

& Gross, 2005; Lay, 1986)。然而, 良好发育的额顶

网络能够通过与边缘系统的神经连接来进行情绪

调节 (Davidson et al., 2002; Ochsner & Gross, 

2008)。因此高拖延特质的形成可能和额叶与边缘

系统的白质纤维连接的发育不足有关。此外, 冯

廷勇团队通过建立拖延多模态数据库(行为−脑−

环境 , 2000 多人 ), 基于行为 −脑 (Behavioural- 

Brain-configuration)、脑−行为(Brain-Behavioural- 

configuration)和机器学习的联合分析 , 进一步揭

示了拖延行为的三重神经结构拓扑网络, 包括自

我控制网络(以背外侧前额叶和前扣带回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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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网络(以脑岛和眶额叶为核心)和预期想

象网络 (以腹内侧前额叶和海马为核心 ) (Chen, 

Zhang et al., 2020), 三重神经网络的提出为系统

的探究拖延行为的神经基础提供了科学依据。综

上可述, 拖延特质的形成与个体价值评估、自我

控制、情绪调节以及预期想象能力的欠发育有关。

而这些能力的发育不良很可能会体现在儿童青少

年时期(6~15 岁)额叶及相关的神经连接的脑发育

上。因此, 本项目拟采用 MRI 多模态(任务态(task)、

静息态 (resting)、形态学 (VBM)和神经纤维追踪

(DTI))、磁共振(fNIRS)技术重点对 6~8 岁、10~12

岁和 12~15 岁儿童的脑结构和脑功能发育进行考

察, 利用脑结构、脑功能数据与行为之间的关联

分析, 系统探明远期价值评估、延迟折扣、自我

控制、情绪调节以及预期想象能力等对拖延作用

的发展认知神经机制。 

最后, 从干预角度来看, 先前研究者从改变

不合理信念、提高自我管理、细化目标等角度对

拖延的干预进行了积极探索。然而, 从发展角度

结合儿童各阶段身心发展特点的干预或预防方案

还很少, 更没有从脑可塑性角度来探究干预的有

效性。拖延的预防和干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尤其在拖延形成的敏感期进行有效的干预能够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甚至改变个体一生的时间管

理模式和人格特质。因此本项目试图根据各年龄

阶段(儿童期、青少年、青年)的发展特点, 制定各

自的预防和干预方案, 并采用实验组、对照组前

后测模式来探究预防和干预方案的有效性和优缺

点。根据已有研究和干预训练, 目前对于拖延的

预防或干预技术包括预期想象训练、负性情绪调

节训练、自我控制训练和时间认知与管理训练等

(Liu et al., 2013; S. Zhang et al., 2018; 蔡曙光 等, 

2016)。在研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试图将干预实

验前、后的观测数据与大脑的可塑性进行联合分

析, 进一步确证拖延干预的有效性及其发展认知

神经机制。 

综上所述, 探明拖延的核心认知机制、神经

基础及发展认知神经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

现实意义。因此本项目试图以拖延的时间决策模

型作为理论依据, 结合行为−环境变量−脑的多模

态数据, 从发展角度对拖延行为的发展认知神经

机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 并试图制定各关键年龄

阶段的拖延预防与干预的临床方案。本项目的开

展一方面从发展角度来检验和完善拖延的时间决

策模型, 对于探明拖延决策的心理机制、拖延形

成及其发展认知神经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 

另一方面从脑的可塑性角度探究干预的有效性 , 

对于拖延行为的预防和干预也具有直接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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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al cognitive mechanism and neural basis of procrastination 

FENG Tingyong, WANG Xueke, SU Ti 
(Faculty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rocrastination, as Steel (2007) reviewed, is the phenomenon that individuals voluntarily delay to 

start or complete an intended course of action despite expecting to be worse off for the delay.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indicated that chronic procrastination exists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with about 

15%~20% of adults troubled. Academically, more than 40% of students admit to academic procrastination, 

and some may even suffer from chronic tendencies. Obviously, putting off the task irrationally not only does 

harm to individuals’ study, work, emotion, but also endangers mental health. However, little is known about 

procrastination concerning the core mechanism of orig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its formation, and its 

corresponding underlying neural substrates. To fill this gap, the curr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core 

mechanism of procrastinated decision-making, especially the cognitive and neural mechanisms of long-term 

value evaluation, delay discounting and self-control, which rely on the Temporal Decision Model (TDM) we 

outlined. In addition, on the basis of child development, we further aim to clarify the formation of the 

critical period and ascertain the relevant factors and corresponding neural mechanisms from a 

behavior-environment-brain perspective. What’s more, considering intervention for procrastination and 

malleability of the brain, we would also shed light on how to prevent or intervene the procrastination in 

these critical periods. Thus, the current project can reap enormou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to clarify the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 and the rules of development of procrastination, and further obtai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against procrastination. 

Key words: procrastination, decision-making, time discounting, neural basis,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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